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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　　中国大历史中的土司制度

一部中国历史的显著特点，在于高度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之

上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。这种格局历数朝而不

衰，其间虽也经历了几次极为短暂的分裂割据，但每一次的割

据，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新的大统。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版图基本

稳定的直接原因。而在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，除了中国封建统治

者长期积淀起来的固有统治思想、理论和方法以外，最重要的还

是社会经济基础与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的综合。由此造就的是一种

政治制度，也造就了一种文化、一种国民性格。

追溯中国政治体制由诸侯割据到大一统的中央王朝，在实现

对中央王朝的集权统治孜孜追求过程中，基本的主线有两条：一

是封建王朝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对抗的分封与郡县之争，

一是对边缘地区统治上以“羁縻政策”为核心的“藩屏”制度的

不断否定。可以说，前者旨在清理内忧，后者则旨在清除边患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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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　郡县与分封之争

理论上的政治体制问题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仅仅是由

理论上的争鸣而抉择，而付诸实践。政治体制的形成，都是在对

已有的政治体制弊端的改革探索中逐步完善的过程。而每一次的

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触动某一既得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甚至政治地

位，因此任何政治体制的调整，都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上的

斗争，甚至出现流血，乃至战争。

大一统的国家型式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，在一部中国历史

上，是一个渐进的、逐步强化的过程。溯根求源，中国集权政治

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。《左传》曾有“楚武王克权，使门缗尹

之” 的记载，记录了楚武王消灭了“权”以后，在此地设立县

置，并以门缗为县尹的史实。“县”这一沿用至今的一级行政建

制，其重要性在于，它一经出现，就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载体，

同时也是其微观组织的基本细胞，因此它的出现，也正是中央集

权政治体制的开始。诚然，这种政治体制在强大的商周时代没有

出现，却在动荡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突现出来，并被中国的千古

一帝秦始皇嬴政为巩固统一稳定的皇权统治推而广之，有其深刻

的历史原因。自周王朝的覆灭到秦王朝的一统天下，其间无论是

春秋时代的文化大危机，还是战国时代的征战烽火，无疑都是一

种社会结构从无序到有序，一种旧的平衡被打破后重新建立新的

①《左传 庄公十八年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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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衡的过程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缔造新的平衡的主导力量，是对

周王朝由盛而衰的深刻反思。其间之所以在“七雄”之中变法运

动成为一种普遍潮流，正是基于这种对国家前程的担忧及由此引

发的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，以“法治”而代“礼治”，摧

毁和抛弃以血缘关系干预政治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奴隶主诸

侯政治，确立以君主集权为标志的封建官僚制国家体制。

秦始皇嬴政依靠以郡县制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造就了一个强

大的秦王朝，并由此实现了国家的统一。自此所确立的这种政治

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，但这也仅是其主流，实

际上以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为代表的对中央集权体制合理性的质

疑与争论，同样也持续了两千多年。准确地说，在中国政治制度

史上，自有秦以来，纯粹的中央集权统治几乎一天也没存在过，

除了其间短暂的诸侯分封制乃至诸侯割据之外，中国的政治形态

一直是在以中央集权为主体的前提下，诸侯分封制被允许合法地

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即是历代王朝对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懈追求，都

没能够彻底将诸侯分封制从自己的统治框架中清除干净。正如毛

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一文中指出的：“如果说，

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，那末，自秦始皇

统一中国以后，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；同

时，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。”

秦统一六国以后，宫廷内部曾因意见不一而使郡县与分封之

争变得尖锐激烈。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儒生大臣主张恢复三代

分封之议，他们从传统政治观念出发，以维护绝对君权和帝王一

①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年 页。卷，人民出版社， 月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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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的宗族统治为前提，认为“诸侯初破，燕、齐、荆地远，不为

置王，毋以填之。请立诸子，唯上幸许” 。这一建议基于殷周

的历史经验，把血缘关系作为实施有效统治的基础，建立一套等

级分明的政治体制。之所以有此提议，是因为当时秦国的境况与

周武王灭商时的形势颇为相似。周武王以一个弱小邦国之力，通

过连横诸侯，消灭商王朝。为了在商王朝原辖地区确立稳固的统

治地位，周王朝发明了分封制，周天子把自己的兄弟、同族派往

各征服之地，建立诸侯国家以拱卫周室。因此王绾劝戒秦始皇嬴

政：“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

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无辅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

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” 这一提议，因循儒家治国思

想，以礼治天下，得到了当时朝内多数廷臣的拥护。但是这种提

议忽视了当时时局中的一个重要的今不复古的方面，就是周灭商

地即委以诸侯以假统治，而秦每灭一国即先置郡县，以期加强中

央王朝的有效控制。秦统一天下之后，只需就此顺势置为定制而

已。因此，廷尉李斯从法家治国理论出发，力排众议，从维护和

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角度，认为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

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

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

。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议，则安宁之术也。置诸侯不便”

这种治国方略，对于秦始皇嬴政来说，因为有其童年时代母后与

“仲父”吕不韦专权之害的深刻教训，是极易认同的。因此，他

《史记 秦始皇本纪》。
同上。
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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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以“天下共苦战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宇庙，天下初定，又复

立国，是 ，结束这场纷争，下树兵也。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”

令推行郡县制。

历史地看，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，既是秦始皇嬴政巩固个人

集权的必然，也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。两者的吻合，是

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。对此，唐代柳宗元曾有精辟

的论述：“或者又以为‘殷、周圣王也，而不革其制，固不当复

议也。’是大不然。夫殷、周之不革者，是不得已也。盖以诸侯

归殷者三千焉，资以黜夏，汤不得而废；归周者八百焉，资以胜

殷，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为安，仍之以为俗，汤、武之所不得

已也。夫不得已，非公之大者也，私其力于己也，私其卫于子孙

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者也；其情，私也，私其

一己之威也，私其尽臣畜于我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”

诚然，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。秦帝国施行郡县制，尽管

是符合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，但作为统治

者而言，却往往更注重现实的经验教训。秦王朝二世而亡，其

年的短命历史，迫使踵秦之后的西汉帝国对前朝的统治之术

进行深刻的反思。其中郡县制因不符合祖制而被认为是秦王朝崩

溃之鉴，于是分封与郡县之争又重新提起。一批儒生大臣立足传

统政治观念和宗法礼制制度，认为秦王朝“蔑弃经典，罢侯置

守，子弟无立锥之地，功臣无尺土之赏，身没而巨宇幅裂，及子

孙而社稷沦胥” 。这种认识在汉室初建之际，极易得到统治者

①《史记 秦始皇本纪》。
② 柳宗元《封建论》。

隋书 地理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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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同，于是刘邦重开分封之制。先是分封异姓王，后来觉得异

姓王不可靠，又分封同姓王。但是，刘氏集团的统治也没有彻底

因袭周制，而是择周秦治国之良法，实行了郡县与分封共行的双

轨制。一方面，置郡县而无改于秦；另一方面，分封刘氏九王，

置诸侯以为藩辅。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远离初衷，同姓诸王势力膨

胀，尾大不 帝位。汉景帝时同姓王联兵造反，同室掉，直至觊觎

操戈，自相残并，酿成大祸，迫使其下决心废黜王国官制，强行

剥夺同姓王的权力。至汉武帝实行“推恩令”后，诸侯王割据一

方的权力被尽数剥夺，惟得衣食租税而已。至此，郡县与分封并

存的体制彻底瓦解，郡县制在沉痛的教训中成为基本的政治体

制。

两汉之后，西晋统一中国，分封之议又被提起。司马炎鉴于

曹魏政权外无藩屏，“本根无所庇荫” ，致孤立而亡，便大封同

姓诸侯，使司马氏 人为王，皆以郡为国，并命置军以镇守荆、

扬、关中等要地，取代异姓将领。其结果是重蹈西汉封王致乱的

覆辙，至惠帝时终于爆发了“八王之乱”，以致同姓相残，引发

全国性的大动乱。由此而南北分裂，历经 年战乱才复统一。

至 年，李渊禅隋建唐以后，又“以天下未定，广封宗室

从弟及侄，年始孩童数十人皆为郡王” 。李世民即位后即予废

止，但迫于压力，为“使子孙长久，社稷永安”，又就郡县与分

封体制进行宫廷辩论。在这场辩论中，魏徵、房玄龄、长孙无忌

等人对分封制持坚决反对态度，魏徵认为恢复分封有“五不可”，

而房玄龄、长孙无忌更是于贞观十一年（ 年）六月联名上疏

①《晋书 列传第二十九》。
《通典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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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请罢功臣袭封表》，规谏太宗。其中明确指出分封制之弊端，一

是“违实易务，曲树私恩，谋及庶僚，义非佥允。方招史册之

诮，有紊圣代之纲”；二是或“器识庸陋”，或“情缘右威”，搞

世袭是“重裂山河，愈彰滥赏”；三是“孩童嗣联，义乖师佥之

方”，他们专擅地方，就可能“上干天宪，彝典既有常科，下扰

生民，必至余殃于后，一挂刑网，自取夷灭”；四是“求贤分政，

古称良守，寄在共理”。如行世袭，“封植儿曹，失于求瘼，百姓

不幸，将焉用之” 。剖析颇为深切。于是太宗采纳谏疏而罢分

封。

至宋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统一中原之后，赵匡胤　“惩唐以来藩

镇之弊” ，使郡县制成为后代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不容置疑的

工具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后世不去重犯过去的错误。在朱元璋建

立明王朝以后，为朱氏一姓长治久安，又一次大封同姓藩王，导

致同室相残的悲剧再次上演。燕王朱棣为争帝位发动军事叛乱，

并获成功。念己及人，朱棣为防止有人步其后尘，立即对朱姓藩

王进行整顿，以彻底瓦解藩王在政治上对皇权挑战的基础。也正

是有了这次成功的藩王政变，才使中国政坛上结束了自公元前七

百多年郡县体制出现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郡县与分封之争。

明末学者王夫之就历代郡县与分封之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，

认为历史上“两端争胜，而徒为无益之论者，辨封建是也。郡县

之制，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，今古今上下皆安也”。汉、晋、唐、

明一些儒生大臣之所以力主分封，是因为“郡县者，非天子之利

也，国祚所以不长也；而为天下计，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”。

①《文苑英华 请罢功臣袭封表》。
《续 资治通鉴 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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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“国祚之不长也，为一姓言也，非公义也”。他认为秦始皇嬴

政立郡县之本意是以“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”，但客观上却是

“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”，这与柳宗元的见解如出一辙。而后世一

些分封论者的不断复辟之议，王夫之认为是“庸人之情，不参古

。今之理势”

第二节　　中国“羁縻政策”的起源与发展

“攘外”与“安内”是历代封建王朝必须考虑的两大要政。

破封建、集皇权是“安内”，而“攘外”除了拒敌侵扰以外，便

是安定边疆与扩张版图。中国从部落时期的邦国林立，到大一统

帝国的形成，经济上固然有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经济交往增加、

社会分工与地域之间相互依存程度增加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

则来自封建帝王对财富和资源争夺，乃至以霸主地位追求为目的

的扩张。这是大国产生与形成的基本形态。

版图扩张除了无数次的征战与降伏外，多数时间则是通过

“藩屏”制度的实施，采取温和的、渐进式的统一策略，通过实

行“羁縻”政策，使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各周边小国由若即若

离、内外有别的臣服，开始逐渐地同化、逐渐地强化皇权，最终

实现内外一致的大统。

“藩屏”制度针对的对象，一律都是中央王朝周边具有一定

实力的小国，或是在中央王朝自己主张的版图范围内一时无法征

①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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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的政治实体。

“藩屏”与邦国之间的联盟完全不同。邦国或部落之间的联

盟，是几个邦国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自身

安宁、抵御外强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，在构成形式上的特点是各

邦国作为成员有着平等的政治地位。即使是具有盟主地位的成

员，也只是起到联络、沟通的作用，与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统属

关系。而在“藩屏”制度之下，中央王朝与所实行“羁縻”政策

的周边小国之间，具有严格的政治上的君臣统属关系。这一点从

古人对“羁縻”一词的诠释中可以得到印证，《史记》“索隐”中

解释说：“羁，马络头也。縻，牛缰也。《汉官仪》‘马云羁，牛

云縻’。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。” 其中不乏对周边小国的

歧视、侮辱之意，但其政策含义十分明确，即对四夷之地不求绝

对一体，只要受之约束，纳贡臣服，就算达到了目的。

“藩屏”制度最早见于商王朝的五服制度。在商代，有侯、
，

。实甸、男、采、卫五服，旨在“称远近而等贡献 际上，

“服”的最初含义是征服，而商王朝将其制度化以后，便成为

“服，服侍天子也” 。五服之中，又有内服、外服之分，“采”

称内服，为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 王畿之地；“侯、甸、男、

卫”称外服，为分封贵族及屈服于商人的方国，属商王朝的间接

统治地区。对于外服，大都是在与商人的战争中被征服以后，商

王朝对于其能力可及者，即分封给同姓贵族加以管理；对于其能

力不及者，只要他们在名义上服从，定期贡赋，并在战时站在商

《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》。
《荀子 正论》。
《 夏官 职方氏》郑玄注“九服”。周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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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朝一边，听从调遣，即不做过多干预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

“羁縻”政策。

到了周代，五服制度又有了新的发 周语下》中展。《国语

说：“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，蛮夷要服，戎狄荒服。”

对此，金景芳先生分析说：“甸服为畿内，侯服、宾服为诸夏，

要服、荒服为夷狄。其意义与《春秋》的‘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

诸夏而外夷狄’的原则基本一致。不难看出，这是以尊卑、亲

疏、内外、远近为标准的等级制度在政治地理区域方面的反

映。” 当然也就理所当然地反映了其中施藩屏以拱卫王室的统

治策略。

秦汉时期，羁縻政策作为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制度虽然已被

广泛使用，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广有突破，包括屯垦、和亲、置州

县等已广泛实行，但尚未成为定制。羁縻制度真正成为统治者对

边疆地区施政的 年，颉利可汗破定制，始于唐代太宗时期。

灭，唐王朝在其旧地设定襄都督和云中都督 。从此，对内附各

周边小国、部落均照此制设置羁縻都督府或州县。这样设置的都

督府或州县，又均以当地部落人任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而且可以

世袭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这种羁縻政策与秦汉以前相比，已经有

了相当大的进步。因为商周时期的五服制度实质上仅限于与周边

小国或部落之间确立一种贡施关系，以体现其征服者对被征服者

的优越地位，而在主权行使和具体的统治过程中，并未将各周边

小国和部落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，这种统一还属于联盟或联邦式

的，皇帝作为中央王朝的代表只是共主。而唐代的羁縻政策则已

①金景芳《中国奴隶社会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 年版， 页。第
《新唐书 突厥传 》。（上）



第 11 页

将征服之地纳入到自己的真正势力范围，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

分，形成了虽然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管理体制，但统领于同一政治

体系框架的真正的统一。

第三节　　元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考辨

按照史学界的主流观点，中国的土司制度始于元代。但是通

过历史的考究，元王朝的典章制度中，并没有足以支持元代存在

土司制度的记载。人们之所以追溯土司制度的渊源到元代，主要

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其一是明清两代土司制度所针对的都是相同

的区域和群体，即对广大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统治。其二就是

在西南地区从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上，明清两代确实是进行了全

面的继承，如宣慰司、宣抚司等官衙的设置等。但是，这仅是形

式上的，就其本质而言，无论是在管理的主导思想，还是在管理

的具体策略上，元与明清对西南地区的管理都有着根本的区别。

元代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羁縻政策取得重大突破成就的时

期。从地域上讲，元代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广为实行羁縻政策，对

象主要涉及云南、贵州、两广、湖广及四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地

区。在元代中央王朝的周边疆域中，西南地区之所以会突现出

来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秦汉以后，中原地区与北方、西北各地

在不断地割据与征战、统一过程中，政治上的一统地位与民族上

的大融合已经得到充分地实现，该统的已经统了，没有统的则是

强大的邻国，因此没有必要再实行羁縻政策，而西南地区由于当

时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中央王朝一直未能实施有效的统治，使得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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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地区落后的社会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而

延续着，部落酋长制的社会结构适应落后生产方式的存在，与中

原地区较为发达的社会形态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这是元王朝在这一

地区采取羁縻政策的客观社会基础。

对西南各地实行羁縻政策以施控制，始于元世祖忽必烈。当

蒙古刚刚兴盛，元朝未建，中原未定之时，忽必烈即在蒙军征服

吐蕃之后，于 年冬率军消灭大理。实际上，忽必烈之所以

先于中原而取大理，完全是出于图谋中原的战略需要。当时蒙哥

即位后，命忽必烈进征南宋。忽必烈鉴于前人攻取南宋进展甚微

的经验教训，奏请先取大理，从侧后包抄南宋。大理攻破后，根

据当时蒙古尚未正式建国，还处于以征战中原为主要任务的现实

条件，对西南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的可能性不大，因此忽必烈便对

西南诸部采取了招抚政策。其基本的做法是，凡率部归降者，即

授以官职，如宣慰使、宣抚使、安抚使等，使“官吏军民各从其

俗，无失常业” 。以此为准则，蒙古军队在征服大理五城、八

府、四郡之地后，置十九万户治之，并以“蒙、夷参治”之法，

在地方政府官吏中分设“流”“、土”官员。这是元朝在西南地区

以羁縻为手段的最早施政，同时也是中央王朝在云南施政具有历

史意义的重要转折点。因为在此之前，西南地区虽然在汉武帝时

即置郡县，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，偏安一隅的大理、

南诏政权在表面上历朝历代都内附皇室，但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

态。只有到了十九万户设立以后，才开始了中央王朝的有效施

政。

①《元史 世祖纪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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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需要理清的是，元朝在西南地区行政建制中的宣慰司、

宣抚司、安抚司、招讨司等，并非西南地区所独有，而是全国一

体的通行建制。在元代行省制确立以前，元王朝对地方政体的设

置，有以宣慰司作为省（行省）的派出机构，分道领属若干路府

州县的做法。一般宣慰使不兼帅职，不参军政；边远地区则置宣

慰都元帅府，使皆兼帅职。次之为宣抚司、安抚司、招讨司、长

官司等。至行省制确定下来以后，多数宣慰司被撤消，但仍有二

十多个得以保留下来。其中除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西诸省有少

部分外，多数保留下来的宣慰司都在西南地区，尤以云南、广西

为多，由此便被后世演变成为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专门建制。

到元朝正式建立以后，委任西南各地土酋为朝廷命官成为制

度。自行中书省参政知事、左丞、右丞以下，至县令、县丞、巡

检以上各级官员，均有由土酋充任者。但是在元代，就整个官僚

体系而言，并没有专为土酋或土官所设的官职，只是在西南地区

一些官职“多用其土人为之” 而已。土官与流官之间在任职方

面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，凡流官任职的地方，土官亦可任职，反

之亦然。土官与流官之间所不同的是，土官一经授职即可世袭，

而且即使犯罪也处罚较轻。由此可见，元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

政策，比起以往的羁縻政策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它没有从形式上为

土人专设土府，只是在西南地区地方机构设置的称谓上，因地制

宜有所区别于中原。但在具体的管理中，则是本着既照顾地方特

点，又便于控制的原则，实行土官、流官并设，而且在特定的衙

门中，是以土官为主，还是以流官为主的随意性很大。这种做

①《元史 百官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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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与以往历朝历代即使是与内地设置同样的州县实际上却是土

酋擅土自治的管理模式有了重大区别。历史地看，这种在体制上

统一，施政上因地制宜、多用土官的做法，既有利于多民族国家

的统一进程，也有利于落后地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。

第四节　　明代的土司制度

在史学界，许多人都认为是“明踵元制”，在西南地区实施

土司制度。实际上，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施政，对元代的继承只

是一个外壳、一种形式，其实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具体地

讲，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施政，除了从元王朝那里继承了诸如宣

慰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等行政机构建置的名称以外，在实际的管

理上，则与元代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完全不同。

追溯明代土司制度的形成，其基本的渊源来自两个方面。一

是从形式上确是“明踵元制”，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地方政体建

制上，设置了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宣慰司，与元王朝时期具有明

确的传承关系，但这只是一个外壳而已。如果从其具体管理过

程、手段等方面进行认真地考察，其内涵则来自另一个更为重要

的渊源，即自唐代以始的羁縻州府政策。对此，顾颉刚先生曾在

其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一书中提到，“自唐武德、贞观之时，国

威大震，四夷宾服。高宗以后，远征之师犹出没于异域⋯⋯唐室

因就此诸侯故地，建置都督府以及州县以治理之。此府州县总称

之曰羁縻州。羁縻州者，虽有州县之名称，而刺史县令皆以其酋

长为渠魁，而其内部之行政，中央殆少加以过问。后世土司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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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佛之。”白钢先生也同样认为：“唐代汲取前代经验，在边疆少

数民族地区创建都护府与羁縻州，根据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，因

俗而治，作为边疆地区特殊的行政机构，这是唐代对于地方行政

体制的创新。明清的土司制度即渊源于此。”①

明代在其初建之时，太祖朱元璋以数十万军队平定西南诸

省，考虑到西南地区“诸夷杂处，易动难训”，便“设立土官，

，所各令统其所部夷人” 采取的选官方法、程序极为简单，即

“ 。这一点也被清代所继承。同西南夷来归者，即用原官授之”

时，出于对巩固边疆地区局势的政治需要，在驾驭、控制土司方
，

面，明王朝围绕“听我驱调 这个核心，制定了一整套详尽、

完备的有关土司设置、承袭、贡赋等方面的制度，并使之迅速发

展成为明代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部分。

明代土司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，是在土司的官位设置上分别

流土，专门设置了有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，品级自从三品的宣慰

使，到从九品的土巡检，规定详尽 。同时，专为土官开设衙

门，按不同的品级详细规定土司的权力、职责、义务等项。实际

上，“土司”这个专用名词，也是在有了土官衙门以后，才得以

出现，并成为土官乃至其所任职的地方行政机构的代称。

对于土司的任命与承袭，规定所有土司必须由朝廷任命，颁

发印信、号纸，按品级赐授冠带，才能正式开衙使权。对于土司

①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总论》卷 第
②《明史世文编》卷 ，杨一清《条处云南土夷疏》。

序》。《明史 土司传
⑤ 《 明 史 职官志》记载，土司各职衔及品级包括： 宣慰司、宣慰使，从三品：

正五同知，正四品：副使，从四品：佥事 品：宣抚司、宣抚使，从四品：同知，
从五品：佥事正五品：副使 正六品：， 安抚司、安抚使， 从五品：同知，正六品

副使，从六品；佥事，正七品。招讨司、招讨使，从五品； 副招讨，正六品；长官
司及蛮夷长官司、长官，正六品；副长官，从七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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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承袭，规定“必奉朝命，虽在万里，皆赴阙受职” ，并对土

司承袭的具体过程详加控制。凡承袭土司职衔者，必须先“申报

抚按勘明”，经同族保结，待该管衙门查明情况属实后，再由布

政司“ ，经批准后，新任土司还要赴京受职，受取代为奏请”

号纸。到了弘治年间，又规定“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，渐

染风化，以格顽冥。如不入学者， 。在承袭者的年不准承袭”

岁方可袭职，尚未达到规定年龄龄上，还规定必须年满 者，

则暂令“协同流官管事”，等到成年以后再准承袭。

对于土司的日常管理，明王朝规定“隶验封者，布政司领

之；隶武选者，都指挥领之”，即土司中的文官，如土知府、土

知县等，由地方行政长官统领约束；土司中的武官，如宣慰使、

宣抚使等，则由地方军事长官统领约束。土司不仅要听从地方长

官的指挥，定期向上级汇报情况，而且一旦有军事行动，如守

边、平叛等，还要随时服从调遣。

正是有了这样一整套完备的管理制度，使得有明一代似乎觉

得土司已经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，具备了正常的管理规范，再也

不会对明王朝的统治形成威胁，于是便放任土司的发展。整个明

王朝统治时期，土司的设置自湖广开始，在西南地区渐次推进，

最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遍置土司。据统计，明代在云南、

贵州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广五省先后设武职土司 家，文职土司

。家。土司规模空前庞大

虽然明王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确实在假以间接管

①⑤ 土司传《明史 土司
②④万历《明会典 吏部
③《明史 湖广土司传》。
④ 龚 荫 《中国土司制度》第

序》。
土司承袭》。

页、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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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实现对边疆地区有效控制，加强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，推

动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但由于

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施政中把元王朝推行的“流”、“土”官员并

设的管理体制，退回到元以前的“土官”专设，使得明代对边疆

的治理除了在“土司”这种称谓上的差别以外，几与唐宋时期的

羁縻政策了无差别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。

第五节　　清代的土司制度

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，在治理边疆方面以妥协为主，使得明

代的土司制度得以完整保留。由于清军入主中原以后，尚属根基

未稳，南明政权和各地农民军余部等各方面抗清势力的存在，使

清王朝无力应对边疆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对抗。因此，在边疆政

策上采取积极的策略，大刀阔斧地改制是力所不及的。在这样的

客观形势下，对周边势力的基本态度只能是只要不对新生政权构

成威胁，即施以笼络政策，以求腾出精力和时间站稳脚跟。另一

个重要的原因，则是大清帝国本身崛起于偏远之地，在其短暂的

历史中缺乏对偏远地区的管理经验，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，也无

暇深入地研究。由此而确立的基本政策导向就是，在边境地区除

了汉族聚居之地设置府、州、县以外，其他地区只能是一应旧

俗。如在蒙古聚居地区采用盟旗制，在新疆回族聚居地区采用伯

克制。在这种条件下，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保

留下来。

实际上，清王朝在边疆政策中的这种权宜之计，确实为迅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